
一、闽南戏剧文化圈及其变异

闽南戏剧文化圈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的概念 ,在展开的过程中 ,有传承 ,也

有变异。

“文化圈”理论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学派———传播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的弗·格累布

奈尔和他的同学安克曼于 1904年首先提出来的。“文化圈”是对文化现象的一种概括。格累布

奈尔认为,世界有 6—8个单个和独立的“文化圈”, 其中每一个“文化圈”是由一定数量( 5- 20

个) 的文化因素构成的。而文化因素则包括物质文化形式、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某些现象。这

些文化单子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文化的特质①。

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另一个学派———历史批评学派对传播主义学派一方面有所批评 ,另一方

面受到传播主义的影响。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学者博厄斯提出的“文化区”理论就与

传播主义的“文化圈”理论有相似之处。

历史批评学派的“文化区”( culture area) 观念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单位是部落文化。部落文

化特质结合成一个“文化丛”,并自成一种文化的“类型”。同样的类型常集中于同一地域 , 构成

“文化区”。在同一文化区内可以有众多的部落 ,有的在中央 ,有的在边缘 ,其文化虽大致相同 ,

但也有差异。在中央的文化是最标准的本区文化,称为“文化中心”。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地

陈世雄

论闽南戏剧文化圈

“闽南戏剧文化圈”包括了 :一、闽南地区与潮汕地区 , 二、台湾地区 , 三、东南亚各国的闽南人聚居区 ;它们分别是该

文化圈的第一、第二核心地带和外围地带。方言是划定闽南戏剧文化圈的决定因素 ;制约该文化圈的历史发展、使戏

剧发生变异的重要因素还有人口迁徙、宗教信仰与民俗、政治环境与行政干预、社会舆论与戏剧评论、外来文化影响

等等 ;方言话剧和方言歌剧的成功标志着闽南戏剧文化圈的体系化与现代化。

① 参见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学林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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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则根据它们具有多少标准的文化特质而划分为不同的“文化带”(culture zone)。标准文化特

质最多的是中央带 , 即文化中心 , 周围特质较少的为一个带 , 更少的又为一个带 , 最后以边缘为

最外面的带。在边缘的文化带常与其他文化相混杂 ,之后在相当程度上渐渐失去本区文化的性

质。按照这种理论 ,边缘文化带 ,多受文化传播的影响 ,而处于中心的文化带则多属独立发明的

文化。“文化区”理论有助于追溯某种文化是从何处发生、经何种途径传播往何处 ,对文化人类

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

在我国学术界,也有人借鉴文化人类学理论对我国戏剧的区域分布进行研究。谢柏梁在《中

国戏剧发展的地域性特征》一文中首先依海拔的落差、地势的倾斜,自西北向东南将我国戏剧格

局划分为三大“戏剧区”, 即高原戏剧区、中介戏剧区和平原戏剧区 ;又依照水系脉络划分出三

个戏剧文化圈 , 即黄河水系戏剧圈、长江水系戏剧圈和珠江水系戏剧圈 ;然后 , 又将我国 31 个

省、市、自治区分属不同区域,北方 15个省区( 辽、吉、黑、蒙、陕、甘、青、宁、新、京、冀、豫、晋、鲁、

津) 和南方 16个省区( 川、贵、滇、沪、苏、浙、皖、赣、闽、台、鄂、湘、粤、桂、琼、藏) ,从而指出“北

剧”与“南戏”在剧目、音乐各方面形成的对比和差异,以及北、南之间既互相争奇斗艳又互相补

充融合的关系 ;最后,以农村与城市为两极 ,研究了中国戏剧发源于农村、发展于都市、再影响和

辐射到农村的发展路线。像这样将中国戏剧划分为三大“戏剧区”、三大“戏剧圈”、南北两大片

和城乡两极的做法,应该说是个首创②。按照谢柏梁的划分,闽南戏剧属于“平原戏剧区”和“长

江水系戏剧圈”。

笔者在思考“闽南戏剧文化圈”的过程中 ,参考了谢柏梁的划分方法。不同的是 , 笔者没有

将地理因素作为划分的主要依据,而是以方言的运用作为划分“戏剧文化圈”的主要依据。谢柏

梁虽然在他的 《中国戏剧发展的地域性特征》 一文中也提到我国有七大方言区和无数方言小

区,但是并没有以方言作为划分戏剧文化圈的一个依据。

在我们看来,语言是文化的决定因素 ,方言则是划分戏剧( 特别是戏曲) 文化圈的决定性因

素。语言对人类思维起制约作用 ,同样地 ,方言对地方戏曲的艺术思维 ,特别是由声腔所决定的

音乐思维起制约作用。在探讨“闽南戏剧文化圈”时 ,我们将运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戏曲、歌剧和

用闽南方言对话的话剧 ,都划进这一戏剧文化圈 ,所包含的剧种主要有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

潮剧、四平戏,闽南方言话剧与歌剧,以及偶戏( 包括布袋戏、提线木偶戏、影戏) 等。

这样划分的结果是 ,使用闽南方言的闽南地区 ,包括泉州、厦门、漳州三市 ,以及和闽南接壤

的广东省潮州地区 ,便成为闽南戏剧文化圈的核心地带 ,或者称中心地带;以使用闽南方言为主

的台湾省是闽南戏剧文化圈的第二核心地带 ,或称次中心地带。这两个中心地带在地理上都是

完整的区块 ,没有被隔开的“飞地”。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 ,广东潮州不但在地理上和闽南地区

相衔接 ,而且潮州方言属于闽南方言 ,潮剧完全可以划归闽南方言戏剧。在上述两个中心地带 ,

闽南方言都是居压倒优势的主要方言,闽南地方戏曲是占压倒优势的主要剧种。

广大的东南亚地区 , 包括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 由于各民族杂居 , 文化背景

复杂,语言种类繁多 ,既有当地的官方语言和各种方言 ,又有华人使用的普通话和从大陆带去的

各种方言。由于闽南籍的华人数量居多 ,所以,闽南方言在各种语言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 用闽

南话演唱的各种闽南戏曲 ,如歌仔戏、梨园戏、高甲戏、潮剧影响甚大。但是 ,由于说闽南话的华

人侨居海外 , 背井离乡 , 在人口数量上不占大多数 , 因此 , 闽南方言戏剧在当地不能说是占主导

地位的戏剧 , 只能说是拥有相当大的观众群、影响相当大的戏剧 ;再说 , 这些戏剧为了在当地求

得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当地化了。针对这一特殊情况 ,我们把东南亚各国

称为“闽南戏剧文化圈”的外围地带。

除了上述的中心地带和外围地带 , 我们还要强调的是 , 存在着一个戏剧文化圈与另一个戏

① 参见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第 126—127页。

② 谢柏梁:《中国戏剧发展的地域性特征》,载《文艺研究》1993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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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文化圈的交界地带 ,在这里,发生着两种戏剧文化的交融现象 ,我们称之为闽南戏剧文化圈的

“边区”或称边缘地带。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泉州市的泉港区 ,即原来的惠安县北部( 简称“惠

北”) 。在这里,我们观察到闽南戏剧文化与莆仙戏剧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渗透的生动事例。泉港

区是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的混合地带 , 存在着一片交错、模糊的“方言疆界”, 许多居民既能听

懂莆仙话,又能听懂闽南话;既看莆仙戏,又看歌仔戏、高甲戏。两种差异很大、很难互通的方言,

却为当地居民所普遍掌握。而泉港区的莆仙戏和歌仔戏的互相影响也相当深刻,在表演程式、念

白、唱腔各方面都能找到典型的例子。

这样看来 , 由于变异的程度不同 , 闽南戏剧文化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 即第一核心地带

( 泉州、厦门、漳州 ) 、第二核心地带( 台湾) →边缘地带( 泉州市的泉港区 ) →外围地带( 东

南亚) 。

笔者认为,剧种的变异是一种非常复杂微妙的现象,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它可以是本剧种

的艺术家积极主动进行探索、创新的产物 , 也可以是来自外部的行政命令或者舆论导向所造成

的结果 ;它可以是剧种艺术在时间上代代相传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历史变异 , 也可以是一个剧种

传播到另一地域后为了适应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而被动做出的调整和变化 ;它可以是由于传播

到毗邻另一个方言区的边缘地域而在声腔、音乐上的变异 , 也可以是在传播到另一个国度后用

另一民族语言演唱而产生的在语言上的根本性变异 ;它可以是音乐唱腔上的变异 , 也可以是表

演艺术和剧目结构 , 乃至剧种风格、特性的变异 ;它可以是艺术上的变异 , 也可以是因为文化生

态的变化而造成的功能上的根本性变异。

剧种的变异不仅包括本方言区原有剧种的变异 ,而且包括外来剧种传播到本方言区后由于

采用方言演唱、对白而产生的重大变异。闽南地区出现的方言歌剧、方言话剧就是这样的产物 ;

而一旦方言歌剧和方言话剧产生以后 , 它们同样面临各种挑战 , 不得不为更好地生存而改变自

己,走上不断革新以适应环境的道路。“适者生存”,为了生存,它们必须成为“适者”。

我们这里的目的并不局限于研究闽南戏剧文化圈自身 ,我们还要通过闽南戏剧文化圈这个

典型例子,研究戏剧变异的规律。本来,世间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戏剧艺术也不例外。我们

要强调,创新是艺术的生命 ,变异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 ,我们决不可以因为尊重传统、保护传统

就不敢创新 , 不敢越雷池一步。继承与创新、传承与变异永远是艺术发展的两个互相依存的侧

面,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辩证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闽南戏剧文化圈的独特性

如果把我国划分为若干戏剧文化圈的话 , 那么可以肯定地说 , 闽南戏剧文化圈是一个最特

殊的戏剧文化圈。这种特殊性是由政治、经济和地理诸因素共同造成的。

首先,我国各戏剧文化圈当中没有一个像闽南戏剧文化圈那样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在 1949

年之后将闽南和台湾两个核心地带隔绝开来,空间上隔着一百多公里宽的海峡,两岸戏剧交流中

断了三十多年( 直到上世纪 90年代初才逐步恢复) 。在这长达三十多年的隔绝中,闽南和台湾两

个核心地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戏剧的生态发生了不同的变异。仅以歌仔戏为例,它是以从闽

南传到台湾的说唱艺术“锦歌”为基础、在台湾宜兰形成后传回大陆 ,由两岸人民共同哺育的一

个剧种。可是,在三十多年的隔绝状态下,原来在剧目构成、音乐唱腔诸方面都颇为相似的同一剧

种,却在剧目的构成、演唱的发声方法、程式的运用、导演制的确立、演员的培养及至剧团体制等

各个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因而,两岸歌仔戏艺术家在久别重逢之际,彼此既觉得熟悉、又觉

得陌生。两岸共同哺育的剧种尚且如此,别的剧种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剧种在 1949年以前分布

于两岸, 1949年之后在大陆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在台湾却逐渐衰亡,例如梨园戏和高甲戏,北管

戏在台湾也濒临灭亡。但也有的剧种过去在台湾并不受重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成为台湾最受重

视并加以大力发展的剧种,例如歌仔戏。像这样一分为二、长期隔绝而产生两个差异明显的“变

论闽南戏剧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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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戏剧文化圈,在我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其特殊性的第一个表现。

第二个表现,是某些闽南戏曲剧种的跨文化传播与变异。就闽南戏剧文化圈而言,最稳定的

地带还是上面所说的第一核心地带 ,即福建的南部和广东潮州地区 ,其次是第二核心地带 , 即海

峡对岸的台湾地区 , 而在闽南戏剧文化圈的外围地带 , 即以其他民族的异质文化为主的东南亚

地区,闽南方言剧种发生的变异较大。

在福建的闽南地区和广东的潮州地区 ,以闽南方言为主要语言的情况从来没有动摇过。而

在第二核心地区台湾,情况就大不相同。在日据时期 ,日本殖民者积极推广日本语 , 1937年中日

战争爆发后 ,大肆推行“皇民化运动”,不仅要求台湾民众改姓日本姓 ,而且要求他们讲日本话。

殖民者授予符合标准的家庭“国语家庭”的称号,给予种种优惠。语言上的“皇民化”,使闽南话

在台湾的地位受到威胁 ,同时也威胁到闽南方言戏剧的生存。为了应付这种局面 ,歌仔戏只能背

着日本警察偷偷演出 ,演的是“古路戏”剧目 , 人物却身穿和服 , 手中拿的是武士刀 , 人称“皇民

剧”。战后,这种戏剧又加上流行歌曲的因素,成为所谓“胡撇子戏”。其最大的特点不在于服装

道具的怪异,而在于语言与唱腔的杂多———语言上混合了闽南话、日语甚至英语 , 唱腔则“为所

欲为”、无所不包。这种“杂多性”必然威胁到剧种的纯正性。“胡撇子现象”在闽南戏剧文化圈的

第一核心地带——福建南部和广东潮州地区没有见过, 在我国其他戏剧文化圈也没有见过。可

见,作为闽南戏剧文化圈的第二核心地带的台湾,在文化特性的稳定性方面不如第一核心地带。

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情况 ,即台湾学者和某些歌仔戏艺人曾经对闽南地区歌仔戏的纯正性

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歌仔戏的基本特性是它的“草根性”,表现为以小人物为主人公,用真嗓演

唱 , 动作程式化程度不高、比较生活化 ;而大陆的歌仔戏在某些方面背离了歌仔戏的原来属性 ,

例如假嗓的运用、表演在京剧的影响下走向程式化,等等。这些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上述变

异都是艺术上的变异 , 并没有触动语言这一制约文化属性的根本要素。因此 , 从历史的发展来

看,福建闽南地区和广东潮州地区在戏剧文化的稳定性方面高于台湾地区,而第一核心地带( 福

建南部和广东潮州) 、第二核心地带( 台湾) 戏剧文化的稳定性又明显高于东南亚地区。

在闽南诸剧种中,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潮剧都是远播东南亚各国的剧种。这种远程传播

的现象,大概只有在粤方言戏剧文化圈中才可以看到。其奇特之处不仅在于这些剧种的跨国远

程传播 ,更在于它们的跨文化变异。东南亚华语戏剧主要出现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五个国家( 文莱、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五国虽也有华语戏曲演出甚至华语话剧

创作,但相对规模小,难以进行讨论) 。在上述国家,种族、语言、宗教、民俗的情况异常复杂,闽南

诸剧种不得不以变化求生存 , 而在从形式到内容的种种本土化变异中 , 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当然

是语言的变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泰国的潮剧。为了让泰国民众接受潮剧,泰语潮剧出现了。虽

然唱腔锣鼓、招式行头依旧 ,但是演唱时已经改用泰语 ,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戏曲发展史上的一个

奇观。由于语言的变异,潮剧的根基当然也发生了动摇。然而,泰语潮剧并非华语戏剧在海外发

生变异的惟一和极端的例子。类似的情况在印尼和新加坡也出现了。印尼华人用“通俗马来语”

改编演出中国传统曲目,成为华语戏曲在东南亚的延伸发展、变异涵化的产物 ;而新加坡现代实

验戏剧则探索“多语话剧”,从元戏剧的角度反思戏剧的语言界限。这都是华语戏剧在东南亚发

生重大变异的例证。

闽南戏剧文化圈的第三个特点,是戏曲活动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密切。与其他戏剧文化圈相

比,这一特点也是异常突出的。福建是一个文化生态极为复杂的省份。所谓“信巫鬼、重淫祀”,

民间信仰至今非常兴盛。各大区域的主神临水夫人、妈祖、保生大帝( 吴真人) 等组成庞大的神

明系统 ,而县级以下的乡村或社境 ,也几乎都有各自信奉的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保护神。各“境”

的民众都要在本境的主神庙宇中进行祭祀活动。据统计,全省 3000多万人口,平均每 500人就有

一所民间宫庙。闽南沿海地区尤其典型,甚至一个村落就拥有二三十个民间宫观。佛教影响尤其

深刻,全国 5000多所汉传佛寺中,福建就占了 4000余所。全省的道观多达 1100余座。形形色色

的宗教活动、民俗活动,其复杂和频繁的程度,确为全国所罕见。在这样的环境中,民间戏曲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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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功能,就是深入农村、为各村落“佛生日”的祭祀仪式演出。由于民间信仰的神系十分复杂,

各村敬奉的神系也各不相同 ,但都有一个主要的保护神和许多较次要的神。每个神都有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的生日 ,每个“佛生日”都要演出几天戏( 少则两三天 , 多则三五天 ;场次多少 , 和经

济等方面的原因有关) 。这就是说,仅“佛生日”一项,每个村庄每年都要演许多场戏。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 由于过去被视为“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得以恢复 , 为各种民间信仰

和民俗活动服务的民间职业剧团在闽南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仅在晋江市一个县级市就有 20多

个民间高甲戏职业剧团和为数不详的其他民办歌舞团、木偶剧团。在人口只有 37万的泉港区 ,

仅民间职业芗剧团( 注:“芗剧”即歌仔戏) 就有 16个( 2007年统计) 。这 16个芗剧团除了在泉

港区演出外,还到泉州市其他县市演出,每个剧团年平均演出场次在 220- 260之间①。

邱坤良在《日治时期台湾戏剧之研究》一书中谈到台湾民众一年到头有无数演戏的理由:

1. 节令,如元宵、中元、中秋的演戏。

2. 神佛圣诞,如农历三月三日玄天上帝、三月十五日保生大帝、二十三日妈祖的祭典演戏。

3. 庙宇庆典、作醮的演戏。

4. 谢平安,如年尾的平安戏。

5. 民间社团祭祀公业的祭祀演戏。

6. 家庭婚丧喜庆的演戏。

7. 民众许愿、还愿的演戏。

8. 民间社团、私人间的罚戏演出。②

在中国 , 你很难找到一个像闽南、台湾这样民间信仰繁多、民间戏班兴盛、演出活动繁忙的

地区,闽南戏剧文化圈确是我国各个戏剧文化圈中最富于个性的一个。

三、从闽南戏剧文化圈看影响剧种变异的诸因素

影响戏曲剧种变异的因素无非是两大类:内在的原因和外在的原因。这两种原因往往同时

存在着 ,有时是内在原因为主 ,有时是外在原因为主 ,但是外在原因与内在原因往往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导致剧种发生变异的外部力量往往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是本族的国家统治力量 ,可以是

异族的殖民者强权 ;可以是中央的行政力量 , 也可以是地区的行政力量 ;可以是集团的力量 , 甚

至也可以是来自军队的力量。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来自其他剧种的竞争,来自学者的理论和批评

家的批评,来自社会的舆论和媒体的影响。一个剧种要生存下去,有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拿闽南人最熟悉的歌仔戏来说吧。它是我国众多的戏曲剧种中惟一源于福建、形成于台

① 在闽南民间戏曲最主要为菩萨生日的祭祀仪式服务的功能之外 ,还要为各种“人生过渡仪式”服务。所谓“人生

过渡仪式”是西方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 , 在闽南民间 , 指的是小孩子做“满月”、周岁生日、16 岁生日( 相当西方

的成年礼仪式) 、结婚仪式等等。闽南最隆重的丧礼也属于“人生过渡仪式”中的一种———从生存过渡到死亡。上

述各种仪式 ,在闽南普遍受到重视 ,必须演戏 ,而且要做得热闹才行。在这一点上 ,台湾的情况和福建省南部大致

相同。还有 ,民间戏曲也要为季节性仪式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闽南永春县传统的“播田戏”。每年春天开始

插秧的季节 ,白天插秧 ,晚上请戏班来演戏。一个村庄请三天戏 ,如果村村都请戏 ,可以从农历三月到六月接连演

出三个来月。有时候“播田戏”一直演到六月 ,田里的庄稼都快收割了 ,“播田戏”便成了“收割戏”。演出大多在

露天 ,有无戏台 ,主要看村里的经济状况。再有 ,闽南的民间戏曲还用于处罚违反乡规民约的行为和调解私人纠

纷。直到今天 ,民间戏曲演出还担负着向村民发布村规民约和各种消息的行政宣传功能。不论演什么剧目 ,在戏

开演前 ,村领导都可能上台向村民们讲话 ,内容五花八门。

② 邱坤良:《日治时期台湾戏剧之研究》,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 1992年版 ,第 44—45页。

论闽南戏剧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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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的剧种 ;一旦形成 , 便迅速传播到大陆 , 并以其“草根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竞争中战胜其

他剧种,成为风行闽南的主要剧种之一。连许多梨园戏“七子班”也纷纷改唱歌仔戏。然而,歌仔

戏在它的传播过程中,遇到过很大的阻力。不论在台湾还是大陆,新文化人都因为某些歌仔戏剧

目中有低俗、色情的内容而将它视若洪水猛兽,竭力主张加以取缔。各种媒体都发表许多主张禁

演歌仔戏的言论。这是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上世纪 30年代,歌仔戏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

经历了最艰难的年代。在大陆 , 进入福建的十九路军把它称为“台剧”、“台湾戏”、“台湾调之

戏”,认为歌仔戏一来歌词淫秽、有伤风化,二来唱的是“亡国余音“,因此应从严禁止。实际上是

把对日寇的一腔怒火发泄在来自台湾的歌仔戏身上。当时发布禁令的是福建省龙溪县政府 , 实

际上奉的是十九路军的命令。

来自外部的压力促成了剧种内部的改革 ,歌仔戏艺人邵江海创造了新型的“杂碎调”, 它不

同于原有的“七字仔调”,因而被称为“改良调”。声腔的根本性改革使歌仔戏获得了生存的理

由。“改良调”传播到台湾,对歌仔戏在台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福建省人民政府将歌仔戏改名为“芗剧”,将它的活动范围确定在龙溪地区

( 今日的漳州市) 和厦门市。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 ,闽南地区其他县市如泉州、晋江等地的歌仔

戏便“名不正言不顺”,很快地走向没落。这是行政力量对戏曲剧种布局加以干预的一个例子。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闽南地区的歌仔戏才突破这种人为的限制,在泉州、晋江获得新生。

导致剧种变异的外部力量不仅有行政的力量 ,还可以是舆论的力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高

甲戏。我们知道高甲戏是闽南方言地区最大的戏曲剧种,流行于福建南部和台湾省,以及南洋的

华侨旅居地。高甲戏传统剧目当中有“大气戏”( 即武戏) 和半文半武的剧目 ,还有以丑角表演

见长的丑角戏。有人认为丑角戏是后起的,数目少,不足以代表高甲戏的风貌。可是 ,上世纪 50

年代,有两件事造成了“丑角艺术是高甲戏的最大特点”的印象。其一是泉州高甲戏剧团的丑角

戏《连升三级》在全国打响,引起轰动;其二是后来举行的闽南高甲戏丑角演员同台献艺的大汇

演,影响甚广。到了上世纪 80、90年代,泉州各县市的高甲戏又有《凤冠梦》、《玉珠串》、《大河

谣》、《金魁星》等丑角戏被评为全国的优秀剧目,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反过来 ,

舆论界关于丑角艺术是高甲戏剧种特点的认定 , 又推动着高甲戏创作朝着丑角艺术的方向发

展,几乎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可见舆论的影响之大,实在不可小看。

还有一种导致剧种变异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剧种在传播过程中与另一个戏剧文化圈发生了

交汇。这不仅是空间上的交汇,而且是文化上的,首先是语言上的。泉港区( 即原来的惠安县北

部) 的“咸水腔”歌仔戏就是典型的例子。

泉港区是莆仙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过渡区。少数民族有畲族、蒙古族和回族。方言情况比较复

杂,有闽南话、莆仙话 ,也有的讲交汇的语言( 既像闽南话 ,又像莆仙话) ,如上所述 ,存在着一片

“模糊的方言疆界”或“方言过渡地带”。这里距离湄洲很近 ,宗教活动兴盛 ,有众多妈祖信众 ,

是黑面妈祖的故乡( 湄洲岛信奉的是白面妈祖) ,黑面妈祖还远播到台湾。泉港区是莆仙音乐与

闽南音乐的过渡区,戏曲剧种有高甲戏、莆仙戏、北管戏、布袋戏。上世纪 30年代到 70年代,泉港

还有过京剧。原本没有歌仔戏, 1948年邵江海到此养病,带来他的戏班,收了一批本地人做徒弟,

成立本地戏班,从此惠安有了歌仔戏。因此,“咸水腔”歌仔戏总共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咸水腔”歌仔戏在艺术上的特征主要是:一、念白是惠安腔 ,听起来像高甲戏。二、唱腔基

本上是模仿漳州、厦门歌仔戏的唱腔 ,但难免受到惠安方言影响而有所改变。三、表演上受到莆

仙戏影响 , 身段比较细腻 , 特别是旦角的表演 , 接受了莆仙戏的科步 , 如摇肩、蹀步 ;而丑角则接

受了一些高甲科步。泉港的歌仔戏就连“洗台”习俗也是受莆仙影响①。

因此 ,“咸水腔”歌仔戏是原先流行于漳、厦一带的歌仔戏在莆仙方言文化、闽南方言文化

① 所谓“洗台”的仪式 , 只在新建戏台开始使用时进行 , 高甲戏用跳加官来洗台 , 而泉港歌仔戏用相公爷( 田都元

帅) ,这也是从莆仙戏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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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区产生出来的一个变体 ,是原生态歌仔戏吸收莆仙戏、高甲戏、京剧等数种戏曲艺术的营养

之后蜕变而成的产物。

四、戏曲的正音与政治的正统

还有一个因素 ,是必须特别重视的 ,这就是政治的因素。闽南地区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闽

南方言和政治中心地带的官话有着很大的差别 ,因此,代表着权力的官话、代表着地方文化的方

言与戏剧三者之间便产生了微妙的关系。戏曲上是否“正音”和政治上是否“正统”,两者是分

不开的。

我们知道 ,明清是各大戏曲声腔兴盛和播迁的重要时期。弋阳腔、昆山腔、四平腔等相继传

入闽南。这些外来声腔剧种 ,往往使用中州音韵,唱念用官话。官话戏曲传入闽南主要通过以下

三种途径: 1. 士绅官路:在明清两代,由于“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或称“避籍”的规定 ,许多外地

官员入闽为官; 2. 商道:外来戏班随商人往来闽南; 3. 移民:浙、赣、粤和闽西北有大量移民迁入

闽南地区,外来戏曲声腔随之传入,弋阳腔在永乐年间已经在福建广泛传播。闽南人曾经称呼来

自外省的戏曲为“北调”、“正字”、“正音”。昆山腔流传到福建时就被称为“正音”。现在人们

往往把明清两代从由浙江、江西、安徽等地传播入闽南的北方语系戏曲,统称为“北管”。

在闽南地区,“正音”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弋阳、四平、昆腔、乱弹等外来唱官

话的戏曲和声腔 ,均可以此称之“正音”,及至后来徽汉合流 ,京剧崛起 ,辗转流播入闽 ,“正音”

的名号自然又非京剧莫属。与“正音”相对应的是所谓“白字戏”,它的唱、念都用当地方言 ,通

俗易懂。曾经被称为“白字戏”的有竹马戏、海陆丰白字戏、潮剧( 潮州白字) 和高甲戏等 ,甚至

新兴的歌仔戏也曾称作“白字戏”。

正音戏与白字戏的差异 ,不仅仅是语言上官话与方言的区别、音乐风格的殊异 ,还体现为剧

目内容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 , 与白字戏的本土、俚俗相反 , 正音戏还带有外来、正统的意味 , 因而

更多地出现在官方或正式的场合。官音、正字的戏曲在当时受到官方和士绅阶层的鼓励与提倡。

提倡正音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语言的沟通 ,而且,在国家加强对地方统治的背景下 ,也是一种

权力规训的手段。正音与白话之间体现了一种中央与地方的等级关系。正音的目的在于保证官

方政令通畅,加强管理,稳固社会。当时,福建普遍建立“正音书院”。据《福建通志》所录,十府

二州总计有 106所以上,其中,泉州府 8所,漳州府 17所,永春州 5所,台湾府 3所。正音书院的

建立无疑是推广官话的最佳办法。其中又隐含了经济、政治的因素 ,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下 ,成为

引导方言区域民众学习官话的重要动力。学习官话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迫切需要。闽南地区还

出现了辅助学习官话的书籍,如漳浦张锡捷增补、泉州辅仁堂刊行的《校正官音仕途必需雅俗便

览》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使用官话的北管戏曲也被纳入这种国家权力的规训体系之中。乾

隆年间 , 在闽南地区上演的各个剧种中 , 除了泉腔和潮腔外 , 昆腔、四平、乱弹和罗罗腔 , 都是使

用官话的。晚清期间 ,因慈禧太后喜欢京剧 ,各省官员无不以听京戏为荣 ,台湾官员也纷纷从大

陆请京班赴台演出。尽管“正音”二字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所指,但是在闽南用以统称外来戏曲的

“正音”,本身就显示了正统的意味,暗示了官方的提倡和国家权力在地方的下延。

然而,尽管官话戏曲得到官方和士绅的支持 ,普通民众由于语音的隔阂 ,仍旧偏好本地的方

言戏曲。因此,在明清两代数百年的时间里,被称为正音戏的官话戏曲与被称为白字戏的闽南本

地声腔剧种 , 并不呈现互相排斥的局面 , 而是互相渗透、融合交缠 , 发展出一些互相包容的特殊

形态。例如:出现了正音与白字交杂的现象。在白字戏中有所谓“南北交加”的语言现象,说官话

的人物多为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如包公之类的朝廷官员。在戏班的一些仪式活动中,为突出神仙

人物的超凡脱俗,也使用官话。在这类场合,“正音”、“官话”烘托的是仪式的庄重感,表现官方

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共存和融洽。而在一些喜剧性场合中 ,官话的使用则可能是一种“戏拟”,通

过戏曲游戏的姿态挑衅官方力量的权威,讽刺其装腔作势、耍官腔。例如在高甲戏《换包记》中,

论闽南戏剧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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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巧妙地利用官话与方言的谐音,演绎了一出小民大闹公堂、暴打贪官的喜剧。

正音戏传入闽南后,对地方戏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催生了一些本地新剧种。福建的高甲戏

大约诞生在道光年间 , 其形成过程吸收了梨园戏和竹马戏的表演身段和剧目 , 同时博取昆、弋、

徽班的养分,接受京剧表演程式、武打科套、锣鼓经及剧目的洗礼,才最后得以形成。其他新生的

年轻剧种如歌仔戏,同样受到京剧等外来剧种的影响和哺育,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总的说来,

外来剧种和声腔在闽南的传播和发展 , 丰富了本地戏班的剧目内容、音乐形式、表演内涵 , 培养

了一批武戏人才 , 促进了舞台美术的提升 , 深刻地影响了闽南戏曲文化生态的变化和戏曲剧种

的发展。反过来,官话戏曲扎根于闽台之后,在声腔、剧目、音乐和演出习俗等方面也受到本地剧

种的影响。

正音戏与白字戏的关系表明 , 官话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固然存在着矛盾与张力 , 但二者若

能够保持巧妙的平衡,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光复后的台湾 ,也曾经有过类似于正音的问题 ,特别是随着国民党政权撤退至台湾 , 数百

万新移民的加入使台湾语言的杂多现象更为突出。不同于以往赴台移民多为闽粤两地人口 ,

1945—1950年的大规模移民包括了大陆各个省籍的人士 ,以北方人为主 ,因此,中原文化大规模

进入台湾,极大地丰富了台湾的文化资源,拓展了台湾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另外,不同省籍、地方

文化的交汇,也使得台湾多元文化的内部构成更加复杂。戏剧生态也发生突变,大陆各省的地方

戏如豫剧、秦腔、评剧、川剧、越剧、沪剧、潮剧、粤剧等纷纷聚集于狭小的台湾岛,“彼时艺术版图

的构成,完全反映族群结构和权力的分配”①。

国民党为了巩固政权 ,首先是禁用日语和强力推行国语。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长达五十

年 , 尤其是日据后期“皇民化运动”的推进 , 使得台湾社会的母语文化被严重挫伤 , 形成了以日

语为主要语言的文化环境。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 ,禁止使用日语( 1946年 10月 25日开始) ,

并积极推行“国语学习运动”, 国语学习日渐深入民众生活 , 不仅各个学校教授国语课程 , 还由

政府出资开设许多国语传习所。这些措施对于台湾重新回归中华文化轨道具有进步意义。然而,

问题在于 , 在光复后的台湾 , 急于“正音”的国民党政权对本土文化进行了不恰当的压制 , 包括

对闽南话的压制 ,在一段时间内 ,连电台广播闽南话节目的时间也加以限制。事实上 ,在禁用日

语和台湾民众对国语感到陌生的情形下 , 闽南话自然而然地成为沟通日语和国语、衔接台湾与

中国文化脉搏的桥梁。

在压制闽南话( 有的地方甚至禁用闽南话) 的情形下 , 歌仔戏等闽南方言剧种的发展当然

得不到鼓励,而说国语的戏剧品种则有优厚的生存条件和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台湾,京剧被称为

“国剧”, 享有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 , 京剧演员不但通过正规的学校培养 , 同时也由剧团附设戏

校培养。“国光”京剧团曾经是惟一由台湾当局资助的公立剧团,每年经费逾亿元新台币。京剧

和其他本地剧种待遇之悬殊 ,使戏曲正音与政治正统的关系问题再次凸显。然而 ,时过境迁 , 随

着政治环境和观众结构的变化,京剧在台湾不再鹤立鸡群。2000年,台湾发生政权更迭 ,发源于

台湾本土的剧种———歌仔戏被确定为未来所谓的“国剧”,而同样使用闽南方言的剧种 , 例如高

甲戏、南管、四平戏由于得不到扶持 , 几乎是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 用北方话演唱的北管戏处境

更加惨淡。

相比之下,大陆的闽南地区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 ,闽南方言得到很好的保护与研究 , 相关的

剧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发展。两岸交流恢复后 ,台湾的学者和民众想方设法购买厦门

大学编撰的《普通话闽南话大辞典》,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① 林鹤宜:《台湾戏剧史》,台湾“国立空中大学”2003年发行 ,第 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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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大禹:《台北酒家 一个剧本的序幕》,载《新生报》( 台湾) 1948年 7月 14日。

② 林曙光:《剧运在台湾》,载《新生报》( 台湾) 1949年 1月 16日。

五、话剧与歌剧在闽南的本土化

不同的戏剧文化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闽南的戏剧文化不但向外扩展 ,而且接

受其他文化圈的戏剧文化,并在本文化圈内将它们本土化。吸收其他戏剧文化的营养之后,闽南

戏剧文化圈自身也得到发展和壮大,从而影响到其他的戏剧文化,这是一个不断的互动过程。一

个典型的例子,便是闽南地区对话剧和歌剧这两种外来戏剧剧种的吸纳和同化。

闽南地区是我国较早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区域之一 , 也是最早接受话剧和歌剧的地区之

一。早在 1906年 , 就有部分福建籍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加入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

社”,这些留日学生回国后,便成了福建话剧运动最早的组织者和骨干。社友林天民是福建人,于

1910年在福州发起组织“文艺剧社”。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戏在闽南一带逐渐兴盛起来 ,并且用

本地方言演出。

台湾的早期话剧同样运用方言。1927年,台南人黄金火独资组织的“文化演艺会”,训练话

剧人才 , 所提出的五点信念 , 第一条就是“言语须用方言”。在日据时期 , 殖民政府推行“皇民

化”教育的背景下,演剧中方言的使用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反抗意味,顽强的民族意识通过方言隐

晦曲折地表达出来。抗战胜利后 ,如何解决台湾话剧的语言问题 ,让话剧获得更多的观众 ,成为

外省与台湾本省剧人所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台湾的方言包含闽、粤方言和高山族语言,而闽南

话“有音无字”,写作困难颇多 ,方言问题成为台湾戏剧发展的瓶颈所在。这一时期台湾出现了

国语话剧和台语( 闽南语) 话剧并存的局面 , 此外还有国语、台语混杂使用的话剧 , 这种跨语言

的戏剧呈现,有助于克服由于观众对国语陌生所造成的接受上的困难。

大陆话剧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赴台演出以推广中国文化、促进两岸文

化的融合、提升台湾话剧水平,而且,赴台的大陆戏剧家与台湾戏剧界合作,投身于台湾戏剧事业。

陈大禹就是一个典型。他原为漳州戏剧运动重要人物, 1946年赴台从事戏剧工作,和台湾戏剧人

士合组“实验小剧团”,演出了《守财奴》、《原野》等中外戏剧经典作品。陈大禹注意到台湾独特

的语言文化环境,往往将演员分组,采用日场台语、夜场国语的轮流演出方式。以“二二八事件”

前后省籍冲突为题材的《香蕉香》( 陈大禹编导) 一剧,以国语、台语、日语混合演出,反映了当时

台湾的现实生活。在白色恐怖下,该剧只演一天就遭禁演。后来,陈大禹在剧本《台北酒家》( 以国

语、台语、日语夹杂的方式创作) 发表时说明了他对于台湾文化多元特点和戏剧困境的理解:

台湾近前的现实 , 除了本质上仍为中华民族的血液以外 , 实在不能说是台湾乡土本质 , 因

为 , 无论从任何方面看来 , 现实的台湾 , 不管是社会架构、经济生产、风俗生活 , 都有其不可

忽视的、历史演成的、一种混成体的特殊性⋯⋯现在要想写实于当前生活 , 最成问题 , 还是

如何写作方能适应普遍阅读者的了解,这点,到现在为止,我自己还是找不出路来。①

战后初期 , 台湾师范学院学生组成的“台语戏剧社”, 演出了田汉的《南归》和曹禺的《日出》。

该社成员尝试将《日出》改为台语版 ,剧名也改为《天未光》。该社也注意到了文化转型背景下

话剧演出的语言问题:

台湾剧运当前的重大问题 , 可说是在于运用方言 , 使得大多数的由于不懂国语失去欣赏国

语话剧机会的民众,获得享受的机会。不过至于运用台语的目的,并不该仅在于此。戏剧工

作者应该更进一步,为台湾文化着想。②

论闽南戏剧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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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话剧和台语话剧的共生与互补具有重要意义 , 国语话剧的发展引导着话剧艺术的成熟 , 同

时 , 台语话剧的演出 , 突破了日语的禁用和国语的陌生这一语言障碍 , 台语成为沟通日语和国

语、衔接台湾与中国文化脉搏的桥梁 , 也促使台语话剧成为台湾话剧走向成熟的独特的过渡形

式。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的台湾,已经创造出各种用拼音文字写作闽南话方言话剧的办法。最

成功的例子是台南人剧团上演的方言话剧 ,就连莎士比亚的戏剧、荒诞派的戏剧 ,都可以完全用

闽南话演出,遑论本土题材的戏剧。

台南人剧团在方言话剧基础上展开了一系列“跨文化戏剧”的实践 , 力图走出一条“跨界

本土”的道路。“实验开发跨界且具本土特色的戏剧展演”及“培育地方戏剧人才”一直以来是

该团的首要目标 ,作品风格的最主要特色是“实验台语作为舞台语言”,演出作品强调学院理论

的实践性。至今已经推出 50多部不同形式风格的制作演出,并且累积了 30多出原创剧本,包括

《台语相声———世俗人生》、《青春球梦》、《带我去看鱼》、《凤凰花开了》、《风岛之旅》等。剧

团自 2001年起规划“西方经典剧作台语翻译演出”计划 , 已先后推出《安蒂冈妮》、《女巫奏鸣

曲———马克白诗篇》、《终局》等作品,开启了“跨文化戏剧”的实验。2004年起,剧团规划《莎士

比亚不插电》作品系列 ,试图融合莎翁华丽的辞藻 , 开拓一种说中文的莎剧表演方式 , 吸引更多

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感受真正的舞台戏剧演出魔力。2006年又推出了希腊喜剧《利西翠坦》。此外

还有在国语演出中穿插闽南语片断的处理方法。例如在用国语演出的 《哈姆雷特》 中,“戏中

戏”片断改用闽南话演出,创造了独特的间离效果。

台南人剧团一方面立足本土 , 坚持方言演剧 ;另一方面拥有开阔的国际眼界 , 致力跨界实

验,积极与活跃于国外剧场的各种流派、团体展开艺术交流,邀请国外剧人来台授课。“演员夏日

学校”是台南人剧团提供给台湾演员的一个进修充电、学习各种不同表演训练体系的短期学校 ,

于 2001年起开办至今 ,已先后邀请过波兰、英国、意大利以及美国导演大师到台举办工作坊 , 努

力拓展台湾演员表演的视野,提高他们表演的专业能力和水平。通过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运

用闽南语、闽南音乐方面有不少可喜的创新成果。台南人剧团上演的一段改编自希腊悲剧《安蒂

冈妮》的歌队吟诵尤其引人瞩目。来自波兰导演的葛杰果许( Grzegorz) 将原本排律整齐的韵文,

处理成用闽南话发音的抑扬顿挫、字字难辨的单音 ,而闽南歌谣《思想起》处理成阿尔巴尼亚式

男声合唱 ,合唱的和声乘着月琴扶摇直上 ,透露出某种壮阔的质感 ,造成一种无法辨认的混沌地

带,因而留下了强烈的冲击和对文化主导的反思。

在台湾戏剧中 , 混用闽南话、客家话、国语、日语、英语的现象颇为常见 , 而主要运用闽南话

的方言话剧、歌剧已经成为台湾戏剧中一个重要戏剧品种 , 它带来了闽南戏剧文化圈色彩上的

丰富性和文化上的多元性。方言的使用和语言的混杂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现代剧场对剧

本文学主导的反叛。过去重视一剧之本,讲求国语表达的精准流畅 ,重视台词的戏剧性 ,如今逐

步转变为以多种方式表达台词 , 可以使用方言或多种语言 , 台词及其文学性可以不是戏剧的中

心,表演、道具、灯光、演出样式等戏剧语汇的作用得以凸显。这些做法都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

彩。

在大陆的闽南地区 , 同样早就成功地创造了闽南方言话剧、歌剧 , 但背景和原因有所不同。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闽南进步青年和知识界人士组织剧社 ,公演文明戏 ,提倡新文化、新道

德、新思想。然而,当时普通话并未普及,绝大多数民众讲闽南方言。因此,话剧下乡演出如果不

用方言,社会效果势必大为削弱。后来上演抗战戏剧时,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漳州的芗潮剧社上

演方言话剧特别成功,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等,通常是在城市用普通话,到农村使用方言。根

据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改编的《巡按》一剧也是用闽南方言演出的。1984年,厦门大学教授黄

典诚说过:芗潮剧社在五十年前 , 就能提出在用普通话演出的同时提倡方言上演 , 这是“伟大的

壮举”。抗战期间,其他闽南戏剧团体也广泛使用方言演出。1944年春节,泉州剧人以泉州方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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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巡按》时,剧中的事件、人物、背景、风土人情、生活习俗都改为闽南地方的。演出引起群众极

大的兴趣,为解放后歌剧、话剧的民族化、大众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泉州人不但演方言话剧,而且坚持歌剧的民族化、地方化探索。泉州歌剧团独树一帜 , 自上

世纪 80年代以来上演了一系列优秀的方言歌剧作品 , 在全国引起反响。最典型的是改编移植

《赤叶河》,大胆地把原剧的背景、事件、人物、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改为闽南地方的 ,在艺术上

吸收运用地方语言、地方戏曲、民间音乐、舞蹈、民间文学和美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元素 , 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影响,带动了整个晋江地区数百个专业和业余剧团编演方言歌剧的热潮。

从 1961至 2001年的四十年间,泉州歌剧团上演的近百个剧目中,明确标明方言歌剧或方言

话剧的剧目占到三分之一强,此外还有些剧目在城市演出使用普通话,下乡演出时使用方言。地

方化一直以来是泉州歌剧团的探索方向。该团在 80年代创作了《莲花落》、《台湾舞女》、《蕃客

婶》等一系列优秀作品,不仅赢得了闽南观众的喜爱,也获得了国内歌剧界同行的一致好评。

歌剧不同于话剧 ,它是综合性最高的一门舞台艺术。如果说方言话剧需要解决的主要是语

言问题 ,那么 ,方言歌剧需要解决的远非语言问题 ,它还连带着与语言有关的相当复杂的音乐问

题 ,以及舞蹈等表演方面的问题 ,因此,方言歌剧的成功意味着歌剧这一西方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不但移植到了东方的中国 , 而且南下而移植到了使用独特方言的闽南地区 , 它成功地在闽南本

土化了。

至此,闽南戏剧文化圈已经包含了完整的戏剧艺术体系 ,不仅拥有历史悠久、土生土长的各

种地方戏曲和傀儡戏 ,而且创造了新型的、便于体现现代意识的方言话剧和方言歌剧 ;不仅演出

土生土长的方言戏曲,而且成功地以方言上演莎士比亚戏剧和西方的现代派戏剧 ,进行了“跨文

化戏剧”的实验。闽南戏剧文化不但是本土的,而且是跨界的。这就是说,闽南戏剧文化圈已经体

系化和现代化了。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方言话剧和歌剧的成功对于闽南戏剧文化圈的发展与

成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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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闽南戏剧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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